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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叙事方式
谈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

□张旻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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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四军文工团时期到1955年转业

到《文艺月报》编辑的十余年里，茹志鹃经

历了较长以特写、歌词、话剧等体裁形式

（《关大妈》《妯娌》等）为主的练习阶段，而

到了1958年，《百合花》因受到茅盾的盛誉

而成为其写作风格成熟的标志，“清新、俊

逸”也几乎成为她文学风格的定评。

我们知道，类似于茹志鹃以及与其风

格近似的孙犁这类作家，以抒情性的笔法写

作了许多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但由于较少正

面书写时代矛盾冲突，艺术风格与“十七年”

时期激昂、崇高的主流美学风格有疏离，使

得他们的作品在新时期之后是被视作革命

文艺中的少数与边缘而受到关注的。

然而“非主流”作家的定位，似乎并不

符合茹志鹃在50年代文坛的真实境遇。尽

管初入文坛的第一屡收获是来自40年代

战争时期的回忆，但在随后的创作中，茹志

鹃并未局限在这一题材下，而是将取材触

角伸向大跃进时期的上海里弄以及人民公

社化运动背景下的近郊农村，主要表现的

是新社会的变革带来妇女思想观念的革

新，这一类作品主要包括《如愿》《春暖时

节》《静静的产院》等。对这类创作的艺术评

价，在当时的批评家（如侯金镜）看来，甚至

要高于《百合花》。

《百合花》写的是发生在战场后方包扎

所在战争时期的小插曲，而叙述者“我”，则

是一名文工团女战士，这固然可以说和作

家本人的经历不熟悉正面战场有关。但事

实上，在茹志鹃同一时期的其他小说（如《在

果树园里》《高高的白杨树》等）中，也经常采

用作为“外来者”（通常是女性）的动作将叙

述视角带到静态的故事展开空间横断面的

现实主义手法。此外，正如当时的批评所指

出那样，茹志鹃很少正面写英雄人物，《如

愿》《春暖时节》等小说里的上海里弄家庭妇

女相对于大跃进时期热火朝天的工厂，《里

程》《静静的产院》里的农村女性相对于合作

化运动的高潮，都构成了一种“后方”的视

角。尽管从妇女解放的意义上，可以说对战

斗和时代建设场景“正面/后方”的区分，仍

是一种男权话语的复制，但是这种“后方”

的视角的选择很好地贴合了她要写作的主

题，即绵密入理地书写由时代变革深入到

乡村、里弄乃至家庭内部伦理关系的变革

和心理波澜。这种并不激进的妇女解放视

野，是否有文学形式乃至观念传递上的有

效性，需要重新回到文本中去检验。

同样写于1959年的小说《如愿》与《春

暖时节》有相似的主题，都是写街道里弄的

家庭妇女重新参加公共劳动的故事。在《如

愿》中的何大妈，直到50岁才第一次挣得

薪水，包在红封套中，并由“生产委员会同

志敲锣打鼓送到组里”。不同于对家庭妇女

的臆测，强烈的仪式感并不意味着何大妈

在乎的是劳动成果，正如她自己所想到的

那样，“难道自己参加里弄组织的生产小

组，就是为的钱吗……何大妈觉得这里有

一个十分重要的意思，但自己又说不清

楚”，但这个十分重要的意思，在小说中还

是说清楚了，即“她活了五十年，第一次感

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自己做

好做坏，和大家，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系”。

对于底层女性而言，旧社会带给她的痛苦

并不仅仅是贫困，更重要的是剥夺了其参

与劳动的权利，这里的劳动权利并不包括

与传统女性较多承担的家务劳动，而更主

要指的是可以在更大的交往关系中获得意

义的社会公共劳动，从而可以深入到穷人

的情感伦理领域来展示新旧社会的对比。

正如李子云指出的，茹志鹃所写的“翻身

感”，“并不是那种浅薄的对于得到某些物

质上的改善的感谢，而是表现了被压在最

底层的群众，主要是妇女，从精神上的屈辱

自卑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己也可以是一

个大写的人”（李子云：《再论茹志鹃》）。在

小说的结尾，何大妈用第一次薪水给儿子

买了苹果，唤起了儿子的回忆，从而获得了

家庭内部的理解。同样的，在《春暖时节》

中，这一象征记忆与家庭内部和解的普通

生活物件，则变成了虾。虾折射出了丈夫明

发与静兰关系的变化，解放前两年失业的

丈夫以钓虾谋生，从前买虾总能将一家人

带入回忆和现状的满足，然而如今丈夫却

对妻子买回来的虾没有任何反应，只是一

心顾着工作，“她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感到自

己和明发中间隔了一道墙”，而这道墙的原

因，是由于沉浸家务劳作的静兰与工人阶

级丈夫之间，有了“先进/落后”的分殊。也

就是说，社会劳动因高度融入到国家建设

而比家务劳作在阶序上有优越性，而在一

片跃进声中停留现状的静兰，即使参加了

里弄生产福利合作社，也要带着毛衣织，且

从不发言，“她（静兰）并没有感到明发的世

界比她宽，明发关心的东西比她多，他爱的

东西比她崇高”，这一表述模式与大跃进时

期妇女走出家庭的阻挠势力来自家庭内部

（《李双双小传》《万紫千红总是春》等）的常

见表述完全不同，而是从一种内在需求的

角度强调女性自身认知与觉悟的进步。因

此，当静兰用劈柴的余料为生产组做了一

只机器木盘便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和表扬，

她也一下“通了思想”，也重新感到与丈夫

“心贴的那么紧，他们为了同一个目的，走

在同一条路上”。

同样1958年，茹志鹃辅导一名不知名

的作者胡琦官在《支部生活》上发表了《里

弄工作女战士》的人物特写，歌颂了大姐陈

翠娥如何冲出阁楼，走向里弄工作的先进

事迹。陈翠娥经历并参与了与冬防委员会、

福利主任斗争到当选居委会主任与办托儿

所的历程，尽管篇幅很短，却展开了一幅

50年代上海基层社会逐渐组织化的过程。

众所周知，1950年代的上海经历社会主义

城市改造，建立了体系化的单位制度，单位

人也因集中而有组织的规训与教育，成为

生产建设和政治运动可以依靠的对象，而

散居在里弄中的“社会人”，不仅身份状况

复杂，而且政治意识薄弱，各式思想混杂。

正是由于里弄居委会的建立，政党政治可

以有效地渗入到城市基层，并使一批政治

可靠、觉悟进步的妇女成为其中活跃的领

导角色。“六点钟一敲过，食堂的黑板上写

出了晚饭的菜单，开始供应晚饭了”，《春暖

时节》中这一细节描写提醒我们，如果说何

大妈和静兰的妇女解放是大跃进城市空间

的“后方”革命，那么理想化的城市人民公

社运动则构成茹志鹃小说的前景。在小说

中，当女性主人公忙碌于里弄生产革新时，

正是公共食堂、托儿所这些代表着家务劳

动社会化机构的存在，才使妇女解放有了

现实的基础。

茹志鹃写作时的材料常常从日常的采

访记录而来，1958年七八月间，茹志鹃参

加了“上海各界人士赴安徽参观团”，其中

记录了许多对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观察与

思考（《茹志鹃日记（1947-1965）》），很多

真实事件（如《高高的白杨树》中的养兔与

兔癣）都作为素材直接进入了这一时期的

写作。在小说《高高的白杨树》中，明面里

“我”是去公社里了解医疗站的情况，但详

写的却是目的的另一面——寻找失踪战友

“大姐”的消息，最后却只遇见了重名的小

姑娘和另一个同样爱歌唱的蒋月珍，这些

女性的群像叠合在一起，构成了群体命运

的标识：旧时代连歌唱也被压抑，而新一代

人则可以自由实现愿望。正如小说中所提

到的，“现在，大姐，小凤儿，还有这个二十

一岁的蒋月珍，她们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

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们的理想、心愿

现在都成为了现实。她们不敢想的，现在已

经有人在做了，她们不敢要求的，现在随手

可得了”。在茹志鹃笔下，“翻身感”总是从

细腻、微妙的情感态度的转变中不经意地

流露出来而减少了生硬宣教的意味。

与《高高的白杨树》一样，《里程》

（1959）和《静静的产院》（1960）中呼之欲

出的同样是静谧之下又不断前行的乡村图

景，既静且动的空间结构构成了其叙事的

另一个特点，即尽管是采取时代横截面的

传统现实主义短篇写法，却时常通过主观

的抒情性回忆强化历时感；既将视角聚焦

在高度稳定的乡村社会，又习惯通过外来

的人或事物来刺激内部的行动力。洪子诚

先生曾经指出，茹志鹃写作的乡村往往是

以上海的近郊为其现实背景，这也点出了

茹志鹃笔下带有理想色彩的乡村只有依赖

发达工业的反哺才有可能。在《静静的产

院》中，正是从城市培训回来的护士荷妹打

破了公社产院的宁静，更准确的说是荷妹

代表的现代技术与工作伦理在谭婶婶的心

里激起了波动，而就在数年前，谭婶婶也正

是处在荷妹的位置，用新法接生革新了潘

奶奶的土法接生，而今却变得保守起来。虽

然作家笔下描绘的是普通人稍显狭隘的心

理，但仍显得健康有趣，最终，在支书说的

“社会要在我们手里变几遍”和荷妹“婶婶

你知道，我们现在往前奔，不能奔个衣暖肚

饱，像从前那样”的帮助教育下，谭婶婶完

成了心理转变，这种转变更多的是观念上

对新社会性质的认识，这也暗中与大跃进

时期过度强调人的能动性扣合到了一起。

如果说公社产院护士已经是乡村“边缘革

新”，那么旧产婆潘奶奶以及小说《里程》

中的王三娘，则着实是传统乡土社会的落

后遗存了，在一般作家那里往往都是作为

斗争对象来衬托主要人物的，茹志鹃却也

让她们为新的观念更迭所波及。在《里程》

里，“落后”的王三娘也认识到，“我说人的

思想呀，就像开公共汽车似的，一站一站

往前进”。王三娘也从关心女儿阿贞领导

四大队的收成，到带领着几个“落后群众”

帮助收割，再到扔下四大队的果实，支援

一大队割麦，在一个短篇中完成了思想上

几站的前行，最后使自己的观念彻底共产

主义化。然而，当观念变革的激烈程度过

快与过于集中时，原来特有的与静谧乡村

动静相宜的平衡就遭到了破坏，因此，尽

管还是写普通群众，但已与当时正面写先

进人物的短篇无异，显得观念化和主题先

行了。

从今天的角度看，50年代的一体化的

文学生产方式和茹志鹃温和的写作特点决

定了她不会正面触及大跃进的失败性及其

后果，而更为关注理想化社会空间里新的

变革在女性思想深处的观念迭新，以及人

民内部觉悟认识上无伤大雅的差异而非激

烈的对立冲突。而这些观念变革的空间，往

往都是在火热的政治场景之外的后方世界

里悄然发生，这也正和作者书写普通人的

生活世界的取向相得益彰，不管以当时还

是今天的眼光看，都有不亚于甚至超越正

面书写先进人物作品的艺术成就之处。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作为小说来说，最基本的美学特征

就是它的叙事性，也就是写作者会按照

时间顺序或者其他某种顺序来进行有

策略性的叙事。因此，这决定了构成小

说文本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

“叙述者”，即是说，究竟是谁在对我们

讲述这个故事。这个讲述者有时候是作

家本人，而有时候却是他创造出来的某

个人。这个讲述者是陈述故事的行为主

体，又或者称之为“声音或讲话者”。另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视角”，是根据叙述

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即是说

它确定了故事的来源与方向，表明了是

从谁的角度在看故事，观察故事。

不同的叙事视角，会对小说文本的

内容以及小说的质量起到极大的影响，

而对于读者来说，这不仅决定了读者能

看到什么样的故事以及是如何看到这

个故事的，甚至会最终影响到读者的阅

读体验。因此，写作家在选择角度时，一

方面是为了自身叙述故事的方便，而另

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叙述策略，通过一种

刻意为之的策略来达到某种叙事效果，

使读者获得某种阅读快感。也就是说，

我们在探讨阅读的时候，其中对叙事视

角的探讨，会帮助我们了解到作为讲述

者的本人，希望读者看到什么，或者希

望能产生一种如何的文体效果的主观

意图。因此，本文就将从对茹志鹃小说

《静静的产房》的讲述者的分析入手，考

察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重点放在心理

分析对阅读愉悦性的作用上，指出在当

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这样的叙述方式

的难得，以及对作家个性的体现。

谁是故事的“叙述者”

一般而言，小说中的作者都会在作

品中为自己设计一个形象作为故事的

叙述者，因此，对于叙述者的考量也可

以视为对现实中作者的考量，分析叙述

者的形象和姿态也应该有助于我们去

了解当时的现实生活以及在现实生活

里的作者。显然，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

视角，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技巧问题了，

还包括叙述者的文化立场和情感指向，

甚至包括价值标准。

常规而言，我们可以将小说的叙事

角度分为全知全能叙事、限制叙事、纯

客观叙事三大类型。全知全能叙事的讲

述者就好像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一样，

他可以知道所有已经发生的时间，并且

可以将所有的事件全面地叙述出来。这

也是在传统小说中最为普遍使用的一

种叙事方式。因此，在全知全能叙事中

通常会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然而在茹志

鹃的《静静的产房》中，我们发现了一种

比较特殊的叙事方式，虽然在她的故事

里也采用了通常的第三人称叙事，但却

并非是全知全能叙事。这种叙事方式，

美国文学批评家W.C.布斯将这种叙事

称之为“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叙事：“叙

述者用第三人称叙述故事，但把自己局

限于故事里的某个人物的经历、思想和

情绪中，或把自己的观点局限于数量极

为有限的人物身上”。很明显，这就不再

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因为叙事

受到了人物角度的限制，从而变成了一

种限制叙事。这样的“第三人称意识中

心”叙事往往可以比其他的叙事方式更

能形成一种复杂的阅读效果，从而带来

阅读快感。

这样的叙事视角在“十七年”小说

中并不多见，茹志鹃应该说是在那一时

期中为数不多的采用这样的视角进行

写作的作家。然而在绝大部分关于茹志

鹃的论文中，我们发现大都集中于对她

的成名作《百合花》的论述，而关于她的

《如愿》《春暖时节》以及《静静的产院》

等一批作品却鲜有人涉足，至于作者叙

事视角的运用就更少有人谈到。其实，

在“十七年”的中短篇小说中，茹志鹃以

深刻揭示普通小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享誉

文坛。在这些故事中作者塑造起来的静

兰、谭婶婶等人物担任了双重身份：他们

不光是故事的主角，是作者描写的重点，

同时也是故事的视角人物——叙述者，除

了他的所见所闻之外，对于他本身的心理

活动描写也是作者写作的重点所在，也

是小说文本中最精华的一部分。

在《静静的产房》中，谭婶婶既是主

角又是视角人物，在主角的视角中，人

物的心理描写首当其冲是毋庸置疑的。

这种描写方式既可以完全反映人物心

理活动的发展变化，又可以展现他的丰

富与复杂性。这一点对于善于从人物心

理研究中去刻画人物性格特征，从而涉

及他们精神历史的茹志鹃来说，是再合

适不过的一种写作手法。同时也特别适

合她去刻画一个转变型、成长型的人

物，比如这样一个谭婶婶——自豪又自

满是因为自己掌握了新技术，是公社刚

培养出来的“新法接生员”；激动兴奋

又心安理得满足现状是因为看着公社

产院从无到有，正好赶上了社会变革期

的好时候；结果这一切，却在遇到了更

为年轻的一代，而且也更科学的产科医

生的荷妹时，变成了一落千丈的沮丧，

又气又羞又失落的心情；好在故事的最

后，在一系列的事件中又被重新激发出

了学习新医学知识的坦然和勇气。

这篇小说以“谭婶婶”为叙事视角，

故事里的谭婶婶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她

既是作品的主人公，又是整个故事作品

的感受中心。在产院这个故事背景下所

发生的一切矛盾、冲突和事件也大都通

过谭婶婶的眼睛去发现和看见。在作家

笔下的千余字里，茹志鹃用谭婶婶这样

一个主角人物构成了故事叙述中心，透

过她的眼睛去看产院的变化，用她的心

灵去感受时代的变革，在整个故事里，

是她在看；她在想；她在观察；她在感

受；她在起伏也是她在评价。因此，解读

这篇小说的关键就在于谭婶婶的心理

活动的展示。

讲述者（“谭婶婶”）的心理变化

在故事中，谭婶婶这一人物形象被

茹志鹃塑造得相当成功。整篇小说作者

用委婉细致的笔触，写出了在公社化的

大背景下，农民们自己建立起属于自己

的产院，这样一个曾经进步，却不知觉

间保守，又重新进步的主人公，并深入

剖析了她从开心、骄傲、震惊、责备、迷

茫、不安到最终愿意从新的起点再前进

的心理过程。在整个作品的叙述中，并

没有采用小说写作中常见的行为描写

方式，也没有过多的去依靠故事，甚至

也没有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情节描写，

而是大量运用了心理描写，试图通过大

量的心理过程描写来反映其中的变化，

从而刻画出人物的性格。

比如：“谭婶婶心里翻腾了一阵，就

望着电灯，恨不得立时来一个产妇，她

真想在电灯光下面接生，就像在镇上，

在城里的医院里一样：产妇躺在洁白的

产床上，躺在雪亮的灯光下……”一盏

电灯，电灯明亮的灯光都能激起这个小

人物——故事的讲述者的心理涟漪。此

时的谭婶婶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心满

意足，她的内心充满了对往昔以及现状

的欣喜。然而，当象征着新思想新技术

的荷妹给她的心理带来了巨大冲击后，

当她真正走进了曾经理想过的场景之

后，却产生了不同的心理感受，如：“去

给医院打电话，这不是第一次，可是今

天，谭婶婶心里刮起了大风。电灯、电灯

下面雪白的产床，床上躺着产妇，一切

都如理想中那样，可是她，她只能跑来

打电话，前年是这样，去年也是这样，如

今有了电灯，有了汽车，有了拖拉机，可

她还是这样跑来打电话，眼看着救护车

把产妇从雪亮的灯光下接走，而产妇需

要的，只是一次十几分钟的手术，只要

拿起剪刀和钳子。谭婶婶第一次感觉

到，给医院打电话，竟是一件这样难受

的事。奇怪的是，自己在这以前，打过多

少次这样的电话，竟然会那么心安理

得”。这时的谭婶婶，已经从最开始的激

动、开心、骄傲、满足，过度了不满、闷闷

不乐这样的时期，而进入到了即将接受

新事物新生命新技术带来的冲击，她进

入到了一种再审视内心的状态。

高尔基曾经指出过：一个创作者必

须尽可能地“找到自己对生活、对人们、

对既定事实的主观态度，把这些态度体

现在自己的行驶中，自己的字句中”。从

这两段心理描写中可以发现，作者在创

作中，并没有气势恢弘的场景描写，而

是截取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最简单

最普通的开灯关灯的片段，使我们不仅

能感受到讲述者本身的过程变化，还能

体验到人物性格与感情中细微的差别

变化，这样的写法也正是对作者自己本

身很好的诠释，她“选取一些生活的小事

件和正在成长的新人，从挖掘人性美、人

情美的角度去展示人物的内心和品格。

她的作品好似在磅礴的大海大江之旁逸

出的一股涓涓溪流，给壮美之风劲吹的

文坛带来了清新俊美之风”。

不仅如此，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

看到，几乎所有的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

全部紧紧围绕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感

情波动来进行，并没有过多的旁枝末

节，而且，讲述者谭婶婶就是作者尽全

力去描绘的人物，所有出现的其他人物

都是为她而服务的，所有以上的一切都

浓缩在了可以展现主人公灵魂深处，看

似漫不经心，实则却惊心动魄的一段内

心戏中：“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风暴席卷

而来，仿佛滔天的巨浪向前扑来，它们气

势磅礴、排山倒海地向前推，向前涌，谭

婶婶忽然非常清楚地理解了三年前潘奶

奶的心情，那时候为什么潘奶奶对她跳

脚，又对她诉苦，为什么有时候又苦了

脸，谭婶婶现在知道，那是她恐慌，却又

不肯承认自己落在时代的后面”。

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普遍不

太关注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因此这样一

段去关注人物内心的心理描写不仅难

得可贵，更可以视为当时中国小说中意

识流的雏形了。侯金镜曾这样评价茹志

鹃：“我们当然没有丝毫理由把茹志鹃

着力于心理描写的方法当作最好的或

是唯一的方法。在人物的行动和人与人

的尖锐复杂矛盾关系中同样能够对人

物的精神面貌做丰富、精细而又深刻的

描绘。可是也应该提到，有些年轻的作

者，他们对人物的精神面貌常常把握不

牢，或是缺乏经验，不能做到精确入微的

描写，他们的作品常常只告诉读者，主人

公们做了这样或那样重要的事情，可是

不能直接写出或暗示出他们为什么会这

样做，他们写出英雄人物的一些很突出

的行为，但是不能令人信服地表现出人

物所以做出这些行为的心理的、性格的，

实际上也就是历史的、社会的根据。……

从这一方面来说，茹志鹃同志所发挥的

创造性是有它的积极作用的。”

通过心理变化来做铺垫，
结局昭然若揭

茹志鹃将这样一个故事的中心人

物谭婶婶放进了一个最平常最普通的

工作环境中，放进了与工作同事的关系

中，即使是两者之间发生的冲突，也并

没有采用去就激化人物之间冲突和慢

慢解决冲突的常规写作方法，而是从细

节入手，用“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叙事这

样一种限制叙事的方法，通过她的眼，

她的口，更多的是通过她的内心戏去展

现她内心激烈的冲突，用了一系列的细

节及常见环境去配合其内心活动，并绘

制出一幅心理变化的画卷故事图，让结

局昭然若揭，最后谭婶婶的成长也显得

那么顺理成章，也让读到这里的读者恍

然大悟。

于是“风用一种巨大的、看不见的

力量，在后面推着她，拥着她，迫使她好

像是脚不沾地地在向前走……各种各

样的感情忽然汇集在一起，变成一种说

不清的情绪，谭婶婶她兴奋，她高兴，她

羡慕，她对自己不满。……她觉得这一

切，和头顶上那盏耀眼的电灯，是那么

调和，那么相称。”

这样的一种叙事方式，配合相应的

视角，以及必不可少的细节，使“风”、

“电灯”等元素成为了力量及现代化的

象征，体现出了在受到时代潮流冲击中

的一系列人群，他们的思想与精神世

界，乃至他们的性格所受到的影响，这

也是茹志鹃在塑造人形象时的一种极

具个人特色的方法。

在前文所提到的视角中，“第三人

称意识中心”叙事在心理描写上是有一

定的优势的。在一篇故事的写作中，由

于人称视角上使用的自由，造成这样的

叙事方式可以随意打开人物的内心，让

她去“兴奋、高兴、羡慕、不满”，让她去

“怯怯的，但又是勇敢的”，直接揭示出

人物内心深处的世界。即是说可以更加

淋漓尽致地打开人物的精神世界，使人

物形象更完满也更生动，人物性格更加

立体。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茹志鹃其他

的作品，比如成名作《百合花》里所塑造

的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形象，和《高高

的白杨树》里写到的两个张爱珍都不如

《静静的产院》中的谭婶婶的形象来得

丰满深厚。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叙述者

的角度以及视角，对于揭示人物的精神

及内心世界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由此

可见，这样一种特殊的视角叙事的出

现，不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起了极

大的作用，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内涵。

尤其是对之后的“普通人”和“小人物”的

描绘和撰写，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叙

述方式和叙事视角。由于人的内心世界

原本就是复杂多变的，如何能够讲述出

一个动人心魄又扣人心弦的故事，如何

能够增加阅读的体验性，对于《静静的产

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茹志鹃通过

“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叙事的方式来刻画

人物，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在时代的变革

下，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的嬗变过程。这本

身就需要作者具有极其扎实的语言表达

能力，显然，这样的方式要比全知全能叙

事中，那种无所不能的心理分析要更符合

故事的实际和阅读的诉求。

这样的心理描写方法，在现今的文

学界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方式，然而在

“十七年”小说中却是鲜有所见。在当时

社会历史背景下，茹志鹃可以这样地去

探索内心世界，就算不能说是开先河，

但也可以说是极为冒险的一种写法，然

而这也正是她创作个性的极佳体现。而

这种“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叙事的方式

从“十七年”小说中开始崭露头角，也促

使了之后的作家们在写作上慢慢地开

始了越来越多的，集体有意识地向内关

照人物的内心世界。

（作者单位：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